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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适老的理论审思及其治理可能
——基于共同体的视角

胡 湛 骆潇蔓

摘 要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在城市空间中的生活不适应问题日益凸显。

被频繁使用的“适老化”“适老性”“适老”概念虽都围绕环境与老年群体的契合展开，但使用

语境和研究重点存在显著差异，亟须加以辨析。在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生态主义、自我认同

与技术接受等多维理论视域下，老年人在社区场域可能被动或主动地成为他者，折射出当前

我国社区适老面临的外部制约与内部障碍。因此，应以共同体视角为切入点，探索社区适老

的本土化治理方案，通过观念的更新内化、制度的柔性落地、重点空间的适老化改造、数字媒

介的在地延伸塑造社区适老共同体，融合观念、制度、空间、技术四个层面的治理，推动老年

人从被照顾者角色向共同体参与者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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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老龄化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常态，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是

一个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现象，它反映出了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寿命的普遍性提升，回应了人类对

健康长寿的永恒追寻［1］（P44-66，205）。但同时，正如鲍曼所说，当社会整体架构未能及时适应人口结构

的转变时，可能使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被视为“过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逐渐

失去参与感和归属感［2］（P6）。在老龄社会中，这种情况表现为老年人常常在生活中面临各种不适应的

问题。由于他们在生理、心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由此，

适老的巨大需求逐渐显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经历了从以时间、历史为主导的传统研究范式向重视空间维度的理

论转变，即“空间转向”。这一转向强调将空间作为理解社会的重要分析工具，凸显了空间的社会属性［3］

（P27-3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要素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成为老年人与其他群体分异的重要

原因之一，尤其在快速现代化的城市中，当城市空间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时，可能忽视“空间正义”，导致老

年人面临空间剥夺与隔离。社区作为构成社会的原子单位，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社会治理

体系的重心，更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衰老的过程增加了肢体障碍的风险［4］（P1-33），使老年人

较年轻群体更依赖社区、不易流动，其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5］（P303-334）。同时，在“后

喻文化”时代，老年人可能否认自身价值，而社区为他们提供了持续获得正面评价的交往场域。通过参

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老年人能够展现自我、维系互动，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建立认同感，从而产生并维持

持续参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

因此，社区在多重层面的适老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着公共部门履行管理职

责、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还能实现老年居民在文化活动、情绪支持与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公共利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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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命题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尝试

辨析“适老”的相关概念，梳理支撑社区适老必要性的理论视角，分析我国社区适老存在的现实困境，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方案，以期为适老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

一、“适老”的相关概念辨析

在我国，“适老”是具有政策导向的概念，可追溯到2012年“宜居环境”建设倡议的提出。同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修订中增设了宜居环境专章，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宜居环境建

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这标志着适老工作的开端。2016年11月，全国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

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也是“适老”

一词首次进入国家政策文本。作为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键性与综合性老龄政策，《意见》的发布体现出

推动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从部门倡议走向国家统筹的转变。《意见》将老年宜居环境概括为适老居住环境、

适老出行环境、适老健康支持环境、适老生活服务环境、敬老社会文化环境五个方面。2021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打造老年宜居环境，

明确要求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

整治等重点工程中，以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安全性与便利性。自此之后，“适老”进入人们的视野，并

在政策层面经历了从狭义居家适老化改造到广义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过程。

随着各界对此领域的逐步重视，“适老化”“适老性”与“适老”这三个概念的使用日益频繁，因其内涵

相近常被混用。尽管三者在目标上均关注环境与老年人口的契合，但在学术界，它们的使用语境和研究

重点均存在显著差异，亟须加以辨析。

具体来说，“适老性”往往强调对老年人友好程度的静态属性，表示对某一对象于老年人适合程度的

评价，是否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满足其生活习惯和个性需求，关注老年人生活或使用的便利

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如研究城市公共空间适老性、住宅适老性等。因此，适老性相关研究隶属于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产品开发领域，研究者通常来自建筑学、城乡规划学、测绘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适老化”则

是一个动态过程，强调为了适应老龄社会现状，对现有环境、产品或服务进行系统性改造和优化的行为。

由于适老化改造是当前民政部门老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常涉及政策层面的探讨，如怎样通

过出台政策与社会治理，支持与推动包含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社会各领域的适老化进程。研究者的学

科背景多为社会学、人口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纵观我国相关学术研究，亦展现出物理空间和数字空

间的二重性（如图1所示）。相比而言，“适老性”常用于评估特定环境或产品对老年人的友好程度，而“适

老化”则更多地涉及改造整个社会系统的适应性。

“适老”作为修饰词，其所指范畴更广、词义更为中性，它可以表示对老年人适合的状态，亦可以表示

一种理念。其常与其他词汇共同出现，如数智适老、媒介适老或适老辅具等，亦有app、互联网网站、药品

说明书的“适老”版。对比后，本研究认为“适老”一词相比其他概念，既不完全强调动作过程，又不孤立

考量静态状态，且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特别是在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的语境中，与强调改造过程或具体

行为的“适老化”相比，“适老”更突出的是社区本身所具备的一种属性（如即便未经过系统的适老化改

造，某些社区依然可能具备良好的适老特征）。同时，“适老”并不侧重于自上而下的施策与管理，而是强

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营造过程，这一理念更能体现社区作为观察国家治理—基层自治边界及其

张力的重要研究单位的独特价值。在内容上，社区适老同样不仅能够涵盖建筑设施、服务体系、文化氛

围等多维度内容，也更易于融入未来不同情境下的发展诉求与政策导向，在表达本研究核心内容时具有

相对优势。由此，“适老”在未来可能具有更高的理论延展性、应用拓展性和话语生成潜力，将其作为本

研究重点阐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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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适老化”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现图①

二、社区适老的理论审思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现实启示

布迪厄在阐释“区隔”概念时指出其内涵之一在于“他者”，即将自己区别于他者的区隔［6］（P141-155，

225）。他者与我者的二元关系在人口流动和消费实践等研究领域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老年人成为他

者的致因既有外部结构和环境的被动塑造，也有自我认同和技术接受层面的主动建构（如图2所示）。已

有研究为社区适老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撑，亦让我们思考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践立足点。

① 图1使用Citespace（6.3.1版本）绘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以“适老化”为检索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4年10月3日），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学引文（CSCD）和北大中文核心数据库认定的学术期刊作为文献来源，获得513
篇文献，然后剔除会议通知、期刊导读、征稿启事、商业报告等无效文献，最终获得479篇文献。

图2　被动的“他者”与“我者”V.S.主动的“我者”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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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区适老必要性的多维理论审思

从多维理论视角来看，老年人在社区中的边缘化处境既受到结构性、文化性和生态性因素的被动制

约，也与其主观认同和技术使用态度等能动性因素相关。

1. 被动的他者与我者：结构主义、建构主义与生态主义视域

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网络所塑造的。结

构决定个体，同时个体也影响着结构［7］（P55-66）。韦伯指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常常通过社会封闭的手

段，限制外部个体获得关键资源的渠道，以此巩固自身的地位，实现身份的再生产和社会认同的维系［8］

（P72-75）。这些封闭机制通常表现为正式制度，为我们思考老年人在社区中的处境提供了公共政策层

面的视角。

而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语言、文化及惯习亦被视为具有关键性的因素，成为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

甚至建构人的身份的力量。例如，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态度，常以隐性方式加固其弱势处

境。这种暴力往往不被察觉，甚至被视作自然而然或理所当然。由于老年人在语言和文化惯习上具有

相较其他群体的特殊性，这些在长期社会化中形成的思维、感知与行为模式，会在日常互动与实践中不

断被强化，从而影响他们的社区生活。

在空间层面，地方依恋理论强调了人与特定地点之间的情感联结，当人们与特定地点保持接近，会

感到舒适和安全［9］（P273-281），“原居养老”即是很好的印证。在时间层面上，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

指出，资本逐渐将社会节奏塑造为一种单一节奏，并借此支配、干预其他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乃至身体存在模式，从而形成“节奏统治”［10］（P318-331，445-446）。在当代社会，加速化和高度

灵活的时间观念，使代际关系呈现出以时间争夺为特征的局面［11］（P54-71），不同代际在时间感知与使用

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在生活节奏上保持一致。这种差异不仅可能激化代际冲突，也使老年人容易

感到被主流生活节奏甩下，从而产生隔阂与疏离感。

2. 主动的我者与他者：自我认同与技术接受模型视角

根据吉登斯的定义，自我认同是个体基于个人经历对自我的反思性理解，这一过程依托于内在参照

系统而不断生成和维持［12］（P275）。其中，主观年龄是指人们感受到的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差异，

即个体觉得自己比生理年龄更年轻或更年长的程度［13］（P471-482），它也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

换言之，外部社会因素在内化后会影响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影响他们对“我是谁”的理解，并进而作用于

他们的社区生活模式。例如，当老年人感知自身仍具活力和社会功能时，主观年龄趋于年轻，自我认同

更为积极；反之，当他们内化社会的刻板印象时，主观年龄可能向衰老靠拢，从而削弱行动能动性与社区

活动的参与意愿。

与此同时，快速迭代的技术及其操作复杂性也构成了普遍障碍。这不仅体现在数字鸿沟层面，而且

即使具备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能出于畏难或自我区隔而主动回避技术。技术接受模型

（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是由弗雷德·戴维斯提出的，他基于理性行动理论与计划行为理

论，指出人对技术是决定接受还是拒绝的态度，取决于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14］（P2-3）。因此，老年

人对技术的态度取决于对操作难度的感知、对自身学习能力的判断等。如果他们感到技术过于复杂，或

缺乏他人协助，便容易产生无助感，从而降低使用意愿。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社交媒体应用的使用中，

也涉及社区智慧养老及AI驱动的智能服务等一系列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的场景。

（二） 当前我国社区适老存在的现实困境

如前所述，在不同理论视域下，老年人可能因为制度与政策、语言与文化惯习、时间与空间等多重因

素而被动地处于他者的位置，也可能因自我认同与技术接受等原因主动选择成为他者。在中国的体制

机制与社会文化情境中，这些理论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区适老必要性的方法，揭示了老年人在社区

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适老障碍，为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社区适老问题提供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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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约的外部因素：退出机制、刻板印象与空间区隔

首先，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通过角色划分与行为规范维持社会整体的均衡秩序，退休制度

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有学者在2021年曾指出，我国当时的退休年龄制度在本质上可能带有年龄歧视

倾向，其背后折射出一种结构性不平等，即认为老年群体已丧失经济生产力［15］（P39-50），理应让位于年

轻劳动力。这种制度安排既忽视了老年人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社会资本，也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

对老年人角色的制度性边缘化定位。

退出机制还在空间层面上表现为老年人活动范围的收缩，即社区成为其日常生活（尤其是工作日日

间）的主要场域。这种空间聚集现象是退休制度与城市功能分区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老年群体集中留置

在社区，缺乏与更广阔社会的日常接触时，社区容易呈现出以老年人为主的现象，部分具有双重老化特

征的老旧社区更加明显，即居住人群老龄化与住房设施陈旧相叠加。与市场价值较高、配套完善、管理

成熟的新建商品住宅相比，这些社区普遍存在设计标准滞后、基础设施老化、无障碍改造难度大等问题。

尤其是在建筑法规方面，现行高度、容积率、采光等指标多以新建项目为参照，直接套用于老旧社区时往

往“水土不服”［16］（P118-128）。早期建造的楼栋难以满足现行无障碍标准，却又缺乏弹性政策进行局部

改造。制度性的不匹配不仅加剧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不便，也在无形中提高了社区治理的复杂度和成

本。同时，这些又影响了年轻人在选择居住地时对此类社区人居环境的评价，使他们不愿进入这些社

区，可能形成代际隔阂的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和数字家园建设，广泛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化手段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技术不仅被用于优化公共服务、提高管理效率，也逐步延伸至养老服务体

系，如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和数字化服务终端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护、健康管理和紧急响应等支持。然而

有实证研究显示，在针对陕西省965名失能老人的问卷调查中，仅有30.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智慧

养老产品［17］（P89-97）。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这一现象并非单纯源于技术复杂性或老年人能力不足，而是

社会刻板印象在技术设计中的延续与固化。例如，不同媒介通过建构不同类型的心智模型，在叙事框架

中强化了针对老年人的两极化刻板认知，报刊多用“积极参与”“宝刀未老”等正面化叙事的词汇，而微博

则倾向于突出“社会包袱”等“负面标签”［18］（P71-80，147）。这种话语逻辑在技术中得到再生产——给予

老年人的智能设备功能多侧重于定位监控、紧急报警与远程控制，隐含地将老年人定位为“被管理、被监

督”的对象。置于这种假设下的智慧养老更像是“包裹的监控体系”，而不是符合老年人认知、习惯与价

值观念的实用工具。换言之，许多智慧养老设备的设计导向并不是为了提升老年用户的自主性与生活

质量，而是为了提高监测与管理效率，服务子女与社区管理，而非真正赋权于老人。

在空间社会学的视阈下，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还承载着社会关系与情感结构，兼具物质性、社会性

与主观性，并通过日常实践为人们生成具身化的情感体验。正因如此，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并

不一致，对于老年人而言，空间既承载着个人与集体记忆的延续，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社

区空间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历史遗留性特点与制度特殊性，许多社区的组织形态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单

位制”格局，这些社区曾经是老年人生活中稳定、熟悉且可依赖的生活空间，不仅具备基本生活配套，更

维系着一种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支持网络。然而，当老年人逐渐脱离单位社区后，不适、变动与排

斥感往往取代了原有的舒适、稳定与便利感［19］（P99-105），沉湎于空间依恋的后果正是老年群体所感受

到的空间区隔。有学者指出，“社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的交流与互动，

导致其生活空间的被挤压、休闲空间去意义化以及心理空间区隔化［20］（P99-107）。此外，都市生活的多

重节奏也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差异。现代城市的时间安排往往优先满足工作群体与年轻人的需求，例如

非工作时间的夜间经济和文化活动主要针对年轻群体设计，这种时间上的分异减少了老年人融入某些

社会文化场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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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的内部障碍：身份失调与技术焦虑

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越多，其自我认同与年龄认知越积极。例如，每周参与一次

志愿服务的老年人最不可能将自己归类为老年人［21］（P170-181）。随着我国“银龄行动”“老年教育进社

区”等项目的推进，部分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活动、文体组织和居民议事，实现了退而不休的角色转化。

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在长期代际相处与社会互动中内化了“我正在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观念，因而

陷入自我隔绝或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过程并非单纯的个体现象，而是在中国语境下家庭结构转型、社区

功能弱化及主流文化“年轻至上”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孝道”伦理与现

代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对老年人的认知呈现出复杂态度。他们虽不愿与父母同住，却倾向于保持就近

居住并通过电话或视频维系联系［22］（P609736）。由此可见，代际关系呈现出“亲密而疏离”的特征——年

轻人倾向于在保持情感连接的同时，维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并减少密切接触。这可能造成老年人在生活

中不得不审视、解释并调整对自我的反思，进而形成负面的自我认同。

在网络媒介环境中，这种认知失衡被放大。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削弱了媒体的“守门人”作用，使网

络舆论更易走向极端与情绪化。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此类媒介叙事不断扩大老年人的

社会比较参照系，加之互联网语言极具概括与夸张的表达方式，使许多普通老年人误以为“一般人”都那

样活跃、年轻、时尚，从而产生强烈的落差感［23］（P122-131）。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体机能明显下降、日常生

活需依赖家人辅助的老年人而言，由于这种媒介图景所呈现的“成功范例”极具局限性与排他性，使得这

部分无法独立出行、难以参与社交活动、智能设备操作困难的老年人极易产生挫败感和羞耻感，进而可

能主动规避技术介入，拒绝与外来人员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此外，老年人普遍存在技术焦虑。研究表明，学历和技术使用经验会影响老年人的技术接受，高学

历老年人因期望更高、自尊更强，当在技术使用中遭遇挫折时，更容易产生焦虑与心理阻抗，从而降低对

技术的使用意愿［24］（P103-113）。这说明技术焦虑不仅源于老年人的事实能力差异，还与个体对自我价

值的认知有关。当高学历老年人遇到数字瓶颈时，更可能将挫败感上升为对自我能力的质疑，进而引发

更强烈的负面情绪与抗拒行为。总体来说，适老不应仅限于物理障碍的消除，更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增强

老年人的自主感，在不将老年人简单视作弱者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能够支撑其自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

环境，为老年人赋权。

三、以共同体为切入点探索社区适老的本土化治理方案

经由上述对中国社区适老困境的分析，我们重新审视与溯源“社区”一词的内涵。滕尼斯在1887年

首次系统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概念的区别：社会建立在契约、利益和理

性选择的基础上，是一种工具性联结；而共同体则由“本质或自然意志”驱动，体现为本能、习惯和记忆，

强调统一与团结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25］（P87-90）。20世纪30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滕

尼斯的共同体思想引入研究视野，并将“共同体”译为社区。后来，社区的内涵在学术研究中逐渐清晰，

从社会关联方式层面逐渐演化成带有显著地缘、空间场所意义的概念，也延续了其伦理道德层面自发、

自为与互惠的内涵。社区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动、价值观和文化形成、惯习和日常生活得以建立的重要

平台。

当前我国面临的适老问题不仅在于物理层面服务设施的不足，更深层次地表现为老年人社会网络

的稀薄、身份认同的失落以及生活意义感的式微。在此背景下，共同体作为一个融合空间结构、社会网

络与情感认同的综合性概念，为社区适老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视角。共同体的核心

在于对“共同”的建构，这不仅指共同的居住空间与制度安排，更指向共享的文化价值认同与行为路径。

本研究认为，推进社区适老治理应以共同体建设为切入点。在中国社区语境中，共同体概念有助于营造

独特的共治生态，其既涵盖基层政府治理结构所形成的正式制度共同体，也包含以中国老年人独特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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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邻里交往与互助行为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共同体。因此，在探索社区适老治理路径时，应以共

同体为核心，在观念、制度、空间与技术四个维度上破除掣肘，实现治理目标。

使用韦恩（Venn）图能够比较明确地传达四个维度之间的逻辑联系。共同体视域下社区适老治理的

基本框架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C代表Concept，是社区共同体中最具统领性的部分，是一种对积极老

龄观内在认同；I代表 Institution，它指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共同体中由骨干型老人完成制度柔

性落地与协同的任务；S代表Space，是指承载老年人日常行动与社交的物理与社会空间；T代表Technol‐

ogy，即数字化、信息化及各类智慧工具的支撑。在这里，受制于各类主客观条件限制，治理方案可能因

难以同时满足这四个方面而呈现出其他多种类型：如T Space仅有空间保障，没有观念、制度支撑与技术

支持，呈现出居民的自组织形态；I-T交集区域意味着制度与技术结合，虽执行效率高，但缺乏线下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支持，居民黏性不足；C-S-T交集区域有观念、空间保障，老年人具备较强自立自主性，且社

区线上线下互动活跃，但缺乏制度与组织保障，存在稳定性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同时包含观念、

制度、空间与技术四个方面的方案，即图中四个维度的重叠区域，才能建设本土化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

区适老治理有效。

（一） 观念更新：将积极老龄观作为社区治理公共价值

在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中，观念奠定了共同体的内在核心，有关“老”的观念亟待更新。需要明确的

是，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的时候，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进程。积极老龄观致力于在社区场域中打破以往将老

年期视为衰弱和负担的固有偏见，转而强调“长寿是人类发展的礼物”的价值取向。这种公共价值的确

立，需要社区成员普遍认可变老并不等于退出，老年人不应被置于社会边缘，而应成为社区共同体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社区活动中的宣传标语、邻里对话中的日常用语以及家庭对子女讲述衰老与长寿的方式，都会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共同体的老龄观念。对此，应在社区宣传栏和电子屏中张贴与滚动播放有关积极老龄观

的标语，突出“老有所为”的价值取向；在社区幼儿园、文化活动中心开设“认识老龄社会”“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专题活动，推动跨代际教育，使年轻一代形成对老年人的尊重和理解；借助重阳

节等契机，社区在组织活动时要突出老年人作为社会贡献者的形象，鼓励老年人参与活动组织、担任志

愿者或评委。如此，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会更自然地内化为习惯。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将会更主动地

承担公共事务，适老不再是外加的要求，而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它既为老年人的持续参与提供了心

图3　社区适老治理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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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支持和身份正当性，也为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凝聚与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层土壤。

（二） 制度保障：构建三个层级的柔性传导机制

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街道等基层公共部门在社区中承担大量服务供给、秩序维护

与利益调节的责任。公共部门不仅是社区建设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更是共同体规则的制定者、价值引导

者和行动引领者，这种公共部门高度嵌入式的治理结构，使得社区治理更具稳定性和组织性。在适老社

区治理中，应以街道政府—专职老龄工作人员—骨干型老年人为核心架构，构建“政策执行—组织落实

—统筹协调”三个层级的传导机制，使行政资源的纵向传导与共同体的横向联结相互耦合，为共同体提

供制度与秩序层面的保障。

具体而言，在政策执行层面，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负责将上级老龄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

区行动方案，统筹配置资金、场地、人员等资源，为适老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在组织落实

层面，街道办事处专职老龄工作的人员通常有与老年人相处的丰富经验，他们通过日常走访、组织活动、

连接资源与服务等方式，在具体服务过程中逐步增强老年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

第三层级，那些时常参与街道老年协会活动的社区老年人往往在同龄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容易在老

年人群体中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基础与领导形象，因而成为适老社区治理时公共部门与公民的中介。

骨干型老年人能够发挥治理末梢的协同作用，他们不仅能够熟练协助社区组织活动，还能调动更多老年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有效激发社区共同体内部的老年人能动性。他们因长期互动形成稳定的互信纽带

而承担起秩序维护的角色，将政策精神以更柔性的方式传递给其他居民，从而减少行政指令与群众实践

之间的理解差异。在上述过程中，行政体系的纵向传导与社区共同体的横向联结形成合力，既有助于提

升老龄工作落实的实效性，也推动了社区内部情感认同与集体归属感的深化。这种制度执行与情感支

持并重的实践路径，将成为推动适老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动力，使老年人将社区视作生活秩序与

价值认同的保障空间。

（三） 空间支撑：重点改造老年人日常聚集的场所

根据锚点理论，老年人由于行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的限制，在认识环境与扩展活动空间的过程中常常

会遵循特定规律，如家中、户外休闲区和附近购物地点，这些场所共同形成了老年人典型的社区行动环

境［26］（P76-98）。在这一空间范围内，老年人依赖特定的锚点来维持心理稳定、行为连续与身份认同。随

着退休生活的到来、身体状况的变化、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变化，老年人往往倾向于在熟悉、安全的社区范

围内，以群体性、有规律的方式开展日常活动，如晨练、跳广场舞、下象棋等。公共部门应准确识别老年

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场所，将其作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的重点区域，确保这些核心场所安全

可达、功能完备。

承载老年人高频活动的空间本质上构成了社区共同体生活中的情境锚点。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生

活节奏、持续的社会参与和安全可预测的互动场景，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对陪伴、认同与参与社会活动的

需求，还能在无形中加深社区情感连结，促进形成共同体精神。为了保证老年人在共同体空间中的周期

性活动频率，应将晨练、广场舞、象棋对弈、集体用餐等规律性活动纳入社区活动计划，破除当前的自组

织形式，由公共部门提供空间保障与物资支持，老龄工作人员组织指导，骨干型老人进行动员，使这些在

特定空间范围内发生的活动形成促进老年人社交的日常机制。

老年人所特有的心理特征使其更易于在社区生活中寻求价值共识，他们往往更愿意遵守共同体的

规范，认同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诉求，并主动践行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因此，老年人在社区中群体性、

规律性的活动，不仅维系了其个体日常生活的稳定性，更为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提供了坚实基础，这

种动力应当被看到与重视。

（四） 技术赋能：发挥数字媒介的在地化属性

在传统的以近为美的社区空间在地化逻辑之外，一种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在线数字共同体”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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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数字媒介作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的新中介，不仅拓展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也成为延伸空间边

界的关键力量。尽管老年人面临一定的数字鸿沟困境，但在诸如维系家庭联系、参与社区的社交互动等

特定情境下，其对技术的接受度会有所提升。当下，老年人的在线参与能力与意愿正在显著增强，这种

“有选择的技术使用”往往集中于微信社交、短视频软件使用中，其内容与形式均呈现出显著的在地化特

征。与此同时，在对中国社会最基层民众生活的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应

用本身也存在在地化倾向。

从实际情况来看，社区成员自发建立的微信群通常是基于兴趣爱好所延伸出来的社交空间，群成员

多为日常线下频繁互动的熟人。而短视频平台的使用，如点赞、转发和评论等行为多集中在熟人之间，

人员常与老年人日常线下交往对象一致。这种以在地社会网络为依托、自发接触数字技术的现象，不仅

体现出老年人数字生活实践的可行性，也反映出他们主动从在地向在线转向的意志。他们通过媒介主

动维护社交关系、持续社会参与，发展出一种基于“附近”关系的数字互动方式，这对社区适老化建设具

有重要的启示。

在共同体视角下，适老技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能否贴近老年人的生活逻辑，作为

承载老年人社会情感与行为节奏的延伸场域，嵌入其已有的社会网络。在智慧社区的构建中，应依托老

年人的线下日常活动建立微信群、视频号等线上延续空间，形成“线下活动—线上延续—赋能线下”的互

动闭环。可邀请活跃的骨干型老年人作为数字联络员，协助街道办事处的专职老龄工作者发布信息、组

织活动与引导老年人参与线上交流，将线上社交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老年人提供更具情感温度的数

字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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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Governance Possibilities Of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 Gemeinschaft Perspective

Hu Zhan, Luo Xiaoma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ageing, the unfriendliness of urban spaces to elderly popula‐

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lthough the frequently used concepts of "age-friendly adaptation", 

"age-friendliness", and "age-friendly" all center around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environments and the elder‐

ly population, they vary significantly in usage contexts and research focus, and therefore require urgent clarifi‐

cation and distinction.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ism, constructivism, 

ecology, self-identity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contexts may passively or actively 

become "the Other", which reflects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internal barriers in making Chinese communi‐

ty more age-friendly.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a "Gemeinschaft" persp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local‐

ized governance schemes for community age-friendliness, and shape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in‐

ternalization of renewed concepts, the flexibl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s, the age-friendly transformation of 

key spaces, and the localized extension of digital media. By integrating governance at the four levels of con‐

cept, institution, space and technology, older adults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passive care recipients to active 

community participants.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geing society governance; age-

friendly communities;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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